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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治理日益成为土耳其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全球治理

的关键领域。 土耳其对内有应对气候脆弱性和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的需

求,对外有推进入盟谈判和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需求,据此开展了多维联

动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 宏观上,土耳其通过“双主席国”等制度创新

开展多边外交,塑造负责任参与者形象;中观上,土耳其着力对接欧盟

机制并拓展区域合作网络;微观上,土耳其围绕“机构—法律—金融”体

系推动国际承诺国内化。 然而,国内经济波动、能源进口、对欧盟市场

和规则的高度依赖及“特殊情况”带来的身份模糊性,共同制约了土耳

其的气候治理效能。 作为“中间国家”,土耳其在减排承诺与转型需求

间的矛盾具有典型性,受现实主义政治逻辑驱使将国家战略与经济发

展置于优先地位的选择具有一定普遍性。 本文系统剖析土耳其在国内

转型、区域互动及全球博弈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以揭示非西方行为体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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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实践与结构性困境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等气候异常现象频发,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乃至生

存构成了严峻挑战。 气候问题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关

切,气候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行全球气候治理多边体系以《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框架公约》)为核心,确保了主权

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气候问题领域内运作的各类正式和非正式

安排产生了气候变化制度复合体,进而产生由松散耦合的监管要素组成的组织

系统,系统内部存在各类环保型社会团体、政党组织等气候治理的多元主体。①

但是,由主权国家作为缔约方的国际多边机制,在设定全球气候目标、明确气候

行动原则、界定气候变化议题等关键领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的根基。②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性与美国在《巴黎气候协

定》 (Paris
 

Climate
 

Agreement)等气候承诺中的不确定性形成强烈反差,气候治

理正在成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和增加话语权的“新赛道” 。 土耳其虽然

是气候治理的“后来者” ,但通过一系列国内气候治理措施和积极的气候外交

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争取到一定的话语权。 首先,土耳其虽地处中东,但
自身的油气储备并不丰富,属于“油气匮乏型” 国家和传统能源消费国。 作为

全球前 20 大经济体,2024 年,土耳其的煤炭和石油消费在整体能源消费结构

中的占比分别为 26.16%和 31.55%。③ 其次,土耳其直到 2021 年才批准加入

《巴黎气候协定》 ,是二十国集团( G20)主要经济体中最后批准加入该协定的

国家。 但在俄乌冲突加速全球能源格局转型、土耳其在周边海域发现油气储

备以及 2025 年土耳其出台首部《 气候法》 ( İklim
 

Kanunu) 的背景下,为进一

步拓宽欧洲的能源市场、优化战略资源配置、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

权,土耳其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并在多个维度开展了气候治理

实践。
目前,关于土耳其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国内层面,大致可归纳为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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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研究主要梳理土耳其气候治理政策的演进,并考察了其在具体领域

的治理实践。 作为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显著的新兴经济体,①土耳其面临国内可

持续发展和低碳城市转型的双重压力,②同时面临与欧盟政策接轨的外部压力。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气候治理政策已从单一的气候议题演变为涉及政治、法
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进程。③ 尽管土耳其在农业、洪水防治、智能化应

用,以及清洁能源等具体领域的气候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核心技术与资金

来源上,仍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外部援助。④

第二类研究聚焦土耳其市政层面对气候治理的参与,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有

三种研究视角。 一是充分肯定地方政府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重要作

用。⑤ 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实施者,在实现低碳城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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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扮演关键角色,①但地域差异性使其迫切需要符合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

发展的本地化治理方案。② 二是央地关系视角,承认地方参与的重要性,但更强

调中央与地方的联动。 土耳其地方政府对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积极参与,③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气候治理规范的本土化和政治化。④ 打破这种僵局需要激活国家

与地方治理机制的跨层级互动,⑤将城市气候治理纳入更高层级的政策框架,⑥

以弥补地方行动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不足。 三是关注气候治理中的“不公正”

( injustice)问题。 相关研究将气候变化视为社会公正议题,指出地方政府在制定

气候行动计划时,往往忽视了气候变化对城市空间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影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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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加剧或造成新的不平等。①

第三类研究主要探讨欧盟及土欧关系对土耳其气候治理的影响。 在欧洲绿

色协议和欧盟气候适应战略框架下制定气候政策,是土耳其维持与欧洲关系、深
化与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重要前提。② 谋求加入欧盟的长期战略确实加

快了土耳其环境和气候政策的发展,③特别是在欧盟市场规模和监管能力带来的

软实力压力下,为保护和维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减少土耳其出口商的潜在成

本,土耳其的气候政策不得不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④ 一方面,土耳其政府有选

择地改变气候政策,将其作为欧洲化进程的一部分,通过实施气候政策来获取全

球金融资源。⑤ 另一方面,土耳其民间社会组织利用欧盟提供的机会倡导提升参

与权,通过与欧盟在绿色转型方面的潜在合作渠道开展分散合作,以此重振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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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iğdem
 

Tuğa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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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欧盟的关系。① 因此,当前的气候议题,特别是土耳其对欧盟法律域外影响

的应对,正在重塑土欧关系。②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且具有跨领域性质的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

同时,更要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之间进行合作与协调。③ 上述研究对各

层级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相对孤立,未形成对土耳其国家气候变化治理战略

的系统性认知。 另外,现有研究在全球层面过度强调欧盟标准和布鲁塞尔效

应,以及土耳其气候政策对全球气候行动的被动适应,忽视了土耳其国内层面

的自主性,而这正是当前土耳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

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的关键行动。 因此,有必要对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

行动进行系统分析,以全面理解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

及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一、 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重维度

全球治理是指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公民为最大限度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

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
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

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④ 全球气候治理则指“所有旨在引导社会系统预防、缓解

或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由国家或其他机构建立并实施的各类机制或措

施” ⑤。 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主权国家,还包括政府间国际

组织、社会团体,城市和地方政府等次国家行为体,以及跨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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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权国家仍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为体,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主

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同时展开。
(一) 宏观维度: 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和规则的总和

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国家在气候议题领域,基于

自身利益和战略需求,充分运用外交手段达成目标的行动过程,即“气候外交”,①

它是传统外交在气候议题上的延伸和专门化。 对于国家而言,气候外交与全球

气候治理是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气候外交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

驱动机制,迄今最重要的全球气候治理规则《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候协定》都是

通过国家间的外交谈判达成的。 可以说,没有国家间的气候外交,就没有得到普

遍认可的、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在为气候外交提供互动平台的同时,也为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提供规范性依据。
主权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框架内,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和特定利益而

采取的一系列外交行动,是一个国家气候外交能力的集中体现,它直接决定国家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土耳其围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

制,通过气候承诺和气候外交塑造其“负责任的全球气候治理参与者”形象,并藉

此提升国际地位。
首先,土耳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由两个国家共同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COP)主席国的安排。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推进气候行动的主

要国际论坛,《框架公约》缔约方出席论坛并根据当年主题共同商讨气候目标和

承诺。 2025 年第 30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举行,根据《框

架公约》的轮值安排,大会主办权在“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 WEOG)的 28 个成

员国中诞生,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均属于该集团成员,同时申请主办 2026 年的第

3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 在竞争过程中,土耳其提出 COP31 应聚焦

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气候问题则可能通过召开特别会议来

讨论;澳大利亚则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合办 COP31,以凸显海平面上升给这些国家

带来的气候困境。 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的申办方案,
但根据联合国规则,该决定必须由“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内部通过协商一致决

定,意味着必须有一方要做出让步。 若双方继续僵持,直到 COP30 结束时仍无法

达成协议,则会启动默认程序,即联合国气候总部所在地德国波恩自动成为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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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德国与英国、巴西代表,共同斡旋并给澳大利亚施加压力,迫使澳接受土耳

其提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双主席国”,即由两国共同担任 COP31 主席国。①

最终,土耳其赢得 2026 年 COP31 主办权,担任“东道国主席”,由安塔利亚和伊斯

坦布尔承办;澳大利亚则担任“谈判主席”,负责领导谈判,重点关注太平洋岛国

的参与和气候外交。② 这是联合国气候谈判史上前所未有的安排。 峰会期间,东
道国将成为全球气候外交的中心,国际社会对土耳其在气候融资、清洁能源和绿

色技术等领域的关注也将随之增加。 埃尔多安希望通过 2026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和北约峰会等重要地缘政治活动,增强土耳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

议程设置能力。
其次,土耳其积极借助联合国气候治理平台推进主场外交,同时通过公共外

交扩大其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2017 年,土耳其第一夫人埃米内·埃尔多

安(Emine
 

Erdoğan)宣布在国内启动“零废弃项目”(Sıfır
 

Atık
 

Projesi / Zero
 

Waste
 

Project),倡导在建筑物和学校建立回收系统。 在此基础上,2022 年 9 月,埃米

内·埃尔多安在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零废弃善意宣言》(Global
 

Zero
 

Waste
 

Declaration
 

of
 

Goodwill),并进行了初步讨论,旨在鼓励国际社会致力于可

持续的废弃物管理,提倡通过减少废弃物、重复利用和回收来实现循环经济。③

同年 12 月,在土耳其与其他 105 个国家的共同提案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

议,宣布每年 3 月 30 日为“国际零废物日”( International
 

Zero
 

Waste
 

Day)。 2023
年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带头签署《全球零废弃善意宣

言》,目标是发起一场零废弃的全球运动。④ 除了联合国大会的支持,该宣言也得

到了二十国集团的认可。 此外,埃米内·埃尔多安领导的“零废弃项目”还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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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s
 

Global
 

Zero
 

Waste
 

Declaration
 

of
 

Goodwill
 

in
 

New
 

York,”
 

Presiden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ürkiye
 

Directorate
 

of
 

Communications,
 

September
 

18,
 

2023,
 

https: / / www. iletisim. gov. tr / english / haberler / detay / president-erdogan-signs-global-zero-waste-decl-
aration-of-goodwill-in-new-york,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9 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6 年第 2 期

多个国际奖项,包括 2018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 零饥饿、零浪费” 奖 (“ Zero
 

Hunger,
 

Zero
 

Waste”
 

Award)、202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奖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ward)、2021 年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废弃物智慧

城市”冠军奖(Waste
 

Wise
 

Cities
 

Global
 

Champion
 

Award)、2022 年地中海议会大

会奖(Mediterranean
 

Parliamentary
 

Assembly
 

Award)和 2022 年世界银行气候与发

展领导力奖(World
 

Bank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Leadership
 

Award)等。①

土耳其以联合国多边机制为核心,在宏观维度积极塑造其“负责任的全球气

候治理参与者”形象。 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不仅体现在常规履约上,更通过

开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双主席国”模式,展现其协调和斡旋能力。 更重要的

是,土耳其成功将国内环保项目“零废弃”升格为联合国《全球零废弃善意宣言》

并设立“国际零废物日”,将本国倡议转化为全球性议程,显著提升了其在全球气

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这些有限但务实的外交成果,是土耳其借气候治

理提升国际地位这一宏观战略的集中体现。

(二) 中观维度: 全球气候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一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观维度,是与周边区域及相关国际组织基于共

同利益或共同议题构建的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 中观维度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

主体依然是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和区域主导国,与议题相关的国际组织则是重

要参与者。 地区层面的气候治理实践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宏观维度的全面

博弈,而且能够通过地区领导力换取政治支持、扩大地缘影响。 一方面,同一区

域内的国家间便于整合治理资源,开展协同行动;另一方面,不同区域国家间的

接触与合作有助于打破绿色技术和标准壁垒,协调相互间的资源和利益,助推投

资与项目的对接,从而形成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对话与行动机制。 相较于宏观

维度的全球气候治理,跨区域的气候治理合作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国家在中观

维度上的气候外交策略也更加精细和务实。 主权国家在中观维度构建联盟、设

置议程和输出规范的能力等,已成为衡量其气候外交实力、区域领导力和全球气

候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土耳其借助在地缘政治中的区位优势,积极参与欧洲、

中东、非洲乃至相关国际组织间的气候外交、气候项目与气候投资,极大丰富了

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渠道,提升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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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欧盟的跨区域气候外交是土耳其机制整合的关键。 气候问题是土

耳其入盟谈判的重要议题,长期影响着土耳其与欧盟关系。 欧盟一直将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于 1991 年和 1998 年先后通过的《埃斯波公约》 (The
 

Conven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a
 

Transboundary
 

Context,
 

Espoo
 

Convention)和国际环境公约《奥胡斯公约》(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Aarhus
 

Convention)视为气候治理理念的核心。 在入盟谈判过程中,欧

盟多次要求土耳其加入以上两项公约,但土耳其表示“只有在成为欧盟正式成员

后才会考虑加入” ①。 土欧双方在气候和环境议题上僵持不下,2025 年已是土耳

其与欧盟正式开启入盟谈判的第 20 年,土耳其寄希望于通过积极的气候行动来

推进入盟谈判进程。 欧盟 2019 年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 (The
 

European
 

Green
 

Deal)设定了到 2050 年欧洲成为首个气候中和大陆的目标,随后出台《欧盟分类

条例》(EU
 

Taxonomy
 

Regulation)来定义可持续的经济活动,从而指导投资,防止

“漂绿”(greenwashing),并动员资本以实现 2050 年的气候中和目标。 土耳其紧

跟欧盟节奏,于 2021 年发布《绿色协议行动计划》(Yeşil
 

Mutabakat
 

Eylem
 

Planı),

2024 年发布《土耳其绿色分类法草案》(Türkiye
 

Yeşil
 

Taksonomi
 

Yönetmeliği
 

Tasla

ğı),②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阶段。

此外,碳边境调节机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碳

排放交易系统(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 和“ 监测—报告—核查系统”

(Monitoring-Reporting-Verification,
 

MRV)都是欧盟重要的气候机制和市场准入

标准。 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某些进口商品设定了碳价格,这与欧盟碳排放

交易系统对国内产品的碳定价相呼应,以防止“碳泄漏”(carbon
 

leakage),即企业

将生产转移到欧盟以外地区。 欧盟的“监测—报告—核查系统”则为碳排放交易

系统(针对欧盟内部产品)和碳边境调节机制(针对进口商品)提供追踪和确认排

放所需的准确数据,以确保公平的碳定价和气候目标的实现。 欧盟碳边境调节

机制过渡期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从强制性的季度排放报告(尚未付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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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 2026 年的最终阶段,届时进口商必须购买碳边境调节机制证书来覆盖嵌入

的排放,这标志着完全合规和实际财务成本的开始。 过渡期(2025 年第四季度)

的最终报告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到期,之后不仅企业将面临财务义务,而且欧盟

对 2026 年以后进口的商品实施更严格的报告要求。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则,土

耳其国内碳排放交易系统和“监测—报告—核查系统”试点阶段于 2024 年底启

动,2026 年 10 月将开始第一阶段的实施。 2026 年起,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对

从土耳其进口的商品征收碳成本,以使其与欧盟内部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保持公

平竞争环境,这意味着在土耳其国内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与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系

统完全接轨和整合之前,从土耳其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就要面临碳边境调节机制

费用。 土耳其的目标是使 2026 年启动的碳排放交易系统能够覆盖全行业,并与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保持一致,以缓冲土耳其出口商的碳成本。 碳边境调节

机制的重要性在于,土耳其大约 41%的出口产品销往欧盟 27 个成员国,①因此,

土耳其需要尽快出台与欧盟相适应的气候机制。

其次,与中东和非洲等周边区域的项目对接是土耳其气候投资的重要方向。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IC)成员国,通过该组织 2025 年行动纲领等项目推广绿色技能和可持续实践,

并将重点放在气候行动、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上,以促进伊斯兰国家间的技

术合作与信息共享,突出伊斯兰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 土耳其

加强了和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绿色转型战略对接。 2023 年 6 月,土耳其和

沙特阿拉伯签署合作协议,内容涵盖可再生能源、电力互联、能源效率、碳氢化合

物资源的创新和清洁技术、清洁氢气等低碳燃料和核能。② 同年 7 月,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在访问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期间,与三国签署了总投资约

297 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在海上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项目中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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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① 与此同时,土耳其主导了与阿塞拜疆的战略沟通和协同,将“里海—黑海—
欧洲绿色能源走廊” ( Caspian-Black

 

Sea-Europe
 

Green
 

Energy
 

Corridor)和“阿塞

拜疆—土耳其—欧洲能源走廊” ( Azerbaijan-Türkiye-Europe
 

Energy
 

Corridor) 定

位为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清洁能源供应的关键绿色路线。 土耳其借助与

周边国家绿色转型战略的对接和协调,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地区气候行动的重要

参与者,②推动中东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非洲地区,土耳其在非洲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

了非洲能源本土化转型和当地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 负责土耳其对外援助项目

的政府机构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协调机构( Türk
 

İşbirliği
 

ve
 

Koordinasyon
 

İdaresi
 

Başkanlığı,
 

TİKA)在阿尔及利亚的清洁能源项目,不仅修建了太阳能和风能实

验室,而且还通过培训实现了技术转让。③ 另外,关键矿产作为清洁能源技术和

设备制造的基础原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土耳其也加大了对非洲关键矿产的布

局,特别是在安哥拉修建了锂、硅等关键矿产材料的提取厂,扩大了关键矿产资

源的供应链。 2021 年 10 月,埃尔多安在访问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多哥期间,与上

述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技术合作、设备升级等多个领域签署了合作

协议。④

最后,国际组织的资金援助是土耳其气候融资的重要渠道。 全球环境基金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成立于 1991 年,专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和技术支持,帮助其履行国际环境公约。⑤ 虽然土耳其是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对

象,且能够从欧盟、联合国等附属机构获得气候融资,但这些资金远不足以支撑

土耳其完成国民经济和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全球环境基金虽是《框架公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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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协定》下规模最大的气候基金,但土耳其从中受益甚少,①且全球环境

基金的资金使用需经历较为复杂且漫长的项目制定和评估磋商周期,国家层面

的项目则需要专门进行评估,往往会在气候治理的资金分配环节增加额外的等

待周期;不仅如此,在资金分配的框架内,全球环境基金资金的使用需要与全球

环境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是土耳其面临的又一大难题。② 政府在推进气候治

理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国内焦点、项目回报周期、突发事件等综合考虑优先次

序。 然而,契合国家利益的优先事项并不一定完全对应全球环境基金的紧急行

动清单,使得议题设置和行动逻辑产生异化和分歧,进而形成气候治理中援助的

结构性错位和“集体行动困境”。③ 在吸收气候融资和财政援助方面,土耳其不仅

是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气候融资的最大接收国,且
积极从世界银行(W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金融机构申请气候贷

款。 土耳其还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签署了约 62 亿美元的能源相关贷款

协议。④ 加快气候行动必须增加气候融资,土耳其通过多边框架协议和双边合作

等拓宽了外部融资渠道,为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物质

基础。
土耳其与欧盟法律框架和气候机制的对接,以及与中东和非洲国家在气候

项目、气候投资、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国

家气候外交服务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
(三) 微观维度: 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内化、执行与反馈

一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微观维度,是该国把在宏观维度通过气候外交做

出的气候承诺转化为国内立法、政策和行动的过程,是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

着陆点。 具体来说,这是主权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通过立法、行政、经济、社会

动员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定并落实适合本国的气候治理进程。 与宏观和中观

维度不同,微观维度的气候治理主体是一国的中央政府和各部门,以及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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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等,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废弃物管理

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权限,在应对交通与能源消耗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国

内气候治理的成效是国家气候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方面,国家在宏观维度

做出的气候承诺为国内相关立法和政策提供国际法理依据,借助气候承诺和国

际标准倒逼国内实施相应的改革,使气候外交服务于国内治理进程。 另一方面,
国家在微观维度的成功经验,可能通过中观维度的机制接轨上升为国际标准,影
响全球气候治理的规则制定。 土耳其重整国内制度安排,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

的专职化治理机构推进内部协调的效率和水平,并通过政策法规、绿色金融等制

度安排及宏观调控手段,提升了国内气候治理能力和成效。
第一,土耳其对国内原有的气候与环境管理机构进行了专职化的改组和升

级。 2001 年成立的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 İklim
 

Değişikliği
 

Koordinasyon
 

Kurulu,
 

İDKK),在土耳其于 2004 年加入《框架公约》后更名为气候变化与天气管理协调

委员会( İklim
 

Değişikliği
 

ve
 

Hava
 

Yönetimi
 

Koordinasyon
 

Kurulu,
 

İDHYKK) ②,
2021 年再次更名为“气候变化与适应协调委员会” ( İklim

 

Deg　 ̆işiklig　 ̆i
 

ve
 

Uyum
 

Koordinasyon
 

Kuruluna,
 

İDUKK)。 2011 年 6 月成立的环境与城市化部(Çevre
 

ve
 

Şehircilik
 

Bakanlıg　 ̆ı) 于 2021 年更名为 “ 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 ( Çevre,
 

Şehircilik
 

ve
 

İklim
 

Deg　 ̆işiklig　 ̆i
 

Bakanlıg　 ̆ı),主要负责国家城市化转型中对自然环境

的保护,特别突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职能。③ 同时,土耳其政府在该部门下增设

“气候变化局”( İklim
 

Değişikliği
 

Başkanlığı),负责制定政策、战略和行动,执行谈

判过程,确保与土耳其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该领域各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④ 环

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是土耳其国内最重要的气候治理机构,设有一位部长和

四位副部长(见图 1)。 该机构的改组和名称调整反映了气候问题在土耳其国家

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及土耳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统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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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组织结构①

资料来源: “ Teşkilat
 

Şeması,”
 

Çevre,
 

Şehircilik
 

ve
 

İklim
 

Değişikliği
 

Bakanlığı,
 

https: / / www. csb.

gov. tr / teskilat-semasi,
 

上网时间:2026 年 2 月 10 日。

第二,土耳其的国家气候变化政策框架是一个全面的法律、战略和行动计划

体系,其核心目标是到 2053 年实现净零排放,履行《巴黎气候协定》中的承诺。

首先,《2053 年长期气候战略》制定了土耳其国家气候变化政策框架现阶段

的核心目标。 2024 年 11 月, 在巴库召开的第 29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上,土耳其发布了《2053 年长期气候战略》 ( 2053
 

Long-Term
 

Climate
 

Strategy)文件。② 该文件制定了土耳其在能源、交通、工业和适应方面的战略,目

标是到 2030 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53 年实现净零目标。

其次,土耳其《气候法》为国家气候变化政策框架的实施和净零目标的实现

提供了法律依据。 2025 年 7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通过首部《气候法》,标志

着土耳其向国内气候治理的法制化和低碳经济转型迈出了历史性一步。 《气候

法》的核心是建立土耳其国内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旨在对关键工业部门的温室气

体排放进行定价。 受碳排放交易系统约束的工业生产设备,必须按照环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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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气候变化部制定的“监测—报告—核查系统”标准,对其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形成报告。 根据碳排放交易系统规则,排放量超过配额的设备必须购买额外的

排放配额,或者缴纳行政罚款;排放量低于配额的则可将其剩余的碳信用额放在

国家碳市场上进行交易。 为此,土耳其《气候法》还建立了碳信用额的产生和交

易框架,包括自愿抵消项目。 若企业开展植树造林、部署可再生能源或提升工业

能效等减少或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经核实后,企业可将这些项目注册于国

家抵消登记册中,由此产生的碳信用额可用于履行碳排放交易系统下的合规义

务,也可自愿在碳市场中进行交易。①

最后,“国家自主贡献” (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与《减缓

和适应战略与行动计划 ( 2024 ~ 2030 )》 ( İklim
 

Değişikliği
 

Azaltım
 

ve
 

Uyum
 

Stratejisi
 

ve
 

Eylem
 

Planı,
 

2024-2030)是实现净零目标的行动纲领。 2015 年,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通过《巴黎气候协定》,规定要求各国每五年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一次“国家自主贡献”,详细说明其为

实现该协议在减排、合规、融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目标中开展的活动。 土

耳其当年就提交了 《 国家自主贡献预案》 (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制定了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基准情景(2012 年为

基准年)减少 21%的目标。② 土耳其于 2016 年签署《巴黎气候协定》,2021 年获

国会批准,成为该协定的正式缔约方。 2023 年,土耳其提交了更新后的第一次

“国家自主贡献”,将原先设定的 21%的减排目标提高到 41%。 为实现“国家自主

贡献”目标,在气候变化局的协调下,土耳其制定了《减缓和适应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4~2030)》,这是继土耳其完成《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和行动计划( 2011 ~
2023)》( İklim

 

Değişikliği
 

Uyum
 

Stratejisi
 

ve
 

Eylem
 

Planı,
 

2011~2023)后提出的

新政策,阐明了土耳其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路线图,重点关注工业、能源、
建筑、交通、农业、废物等领域,以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等交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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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还涉及公正转型和碳定价等。① “国家自主贡献”及《减缓和适应战略与

行动计划》为土耳其各行业和各领域的减排战略与行动确定了更加明确的步骤

措施。
现阶段,土耳其的气候政策框架由一个核心目标、一个法律基础和两个行动

纲领构成(见图 2)。

图 2　 土耳其的气候政策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第三,土耳其尝试引入四大核心要素,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涵盖绿色

标准界定、投融资工具规范、政府激励调控与国际合作。
第一个要素是土耳其气候变化局于 2024 年发布的《土耳其绿色分类法草

案》。 该草案旨在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与界定,以实现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气

候目标,防止市场上的“漂绿”行为,促进投资与环境标准的接轨,并推动向低碳

经济转型。 该草案所涵盖的经济活动尤为广泛,特别是在能源、交通运输、水资

源和废弃物管理、制造业和建筑业等领域,引入经济活动的两项关键分类:一是

促进性活动,这些活动对至少一个环境目标有重大贡献,具有积极的生命周期环

境影响,并且不损害其他环境目标;二是过渡性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在碳密集型

行业(如水泥和钢铁制造业)中开展的活动,旨在促进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的技

·041·

①

 

“The
 

2024-2030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s
 

Are
 

Published,”
 

Directorate
 

of
 

Climate
 

Change,
 

March
 

28,
 

2024,
 

https: / / iklim. gov. tr / en / the-2024-
2030-climate-change-mitigation-and-adaptation-strategy-and-action-plans-are-published-news-4245;

 

土

耳其历年《减缓和适应战略与行动计划》,参见气候变化局官网:“Eylem
 

Planlar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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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开发和采用,以适应这些行业尚未出现低碳替代方案的现实。① 《土耳其绿

色分类法草案》的设计与欧盟分类法相一致,将有助于土耳其获得国际气候融

资,加速私营和公共部门对绿色技术和低碳生产模式的投资。

第二个要素是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 ( Sermaye
 

Piyasaları
 

Kurulu􀆳da) 于

2022 年正式发布的《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绿色租赁凭证、可持续发展租赁

凭证指南》 ( Yeşil
 

Borçlanma
 

Aracı,
 

Sürdürülebilir
 

Borçlanma
 

Aracı,
 

Yeşil
 

Kira
 

Sertifikası,
 

Sürdürülebilir
 

Kira
 

Sertifikası
 

Rehberi)。 该《指南》旨在规范绿色债务

工具、可持续债务工具、绿色租赁凭证和可持续租赁凭证的相关原则,这些工具

将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② 土耳其多家银行积极参与绿色金

融体系,特别是土耳其工业发展银行(Türkiye
 

Sınai
 

Kalkınma
 

Bankası,
 

TSKB),早

在 2016 年就发行了国内首批绿色债券,规模约 3 亿美元,期限为 5 年,旨为绿色

项目提供资金。③ 2023 年,土耳其实业银行( İşbank)发行了以里拉计价的绿色债

券,规模约 5 亿里拉,期限为 728 天。 为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该银行还推出了

3􀆯 000 亿里拉的可持续融资方案,到期时间为 2026 年。④

第三个要素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激励措施。 土耳其政府 2011 年曾出台过

“可 再 生 能 源 资 源 支 持 机 制 ” ( Yenilenebilir
 

Enerji
 

Kaynakları
 

Destekleme
 

Mekanizması),旨在激励和资助可再生能源发电。 该机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新

能源补贴政策”或“上网电价补贴”(Feed-in-Tariff,FiT),指国家为可再生能源发

电厂向国家电网输送的每千瓦时(kWh)电力提供固定的、由政府担保的价格,降

低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风险。 该机制最初以美元计价,它确保在一定期限内

(通常为 10 年),使用太阳能组建的电站拥有可靠的电力买家,从而电站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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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测的收入流,也带动了对太阳能组件本身的持续需求。 二是“国产设备贡献

激励”,指对使用本地制造设备的发电厂在基本“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基础上额外

支付的激励款项,从而鼓励建立完整的太阳能组件国内供应链。 截至 2020 年,土

耳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从 21 世纪初的 11􀆯221 兆瓦增加到 49􀆯581 兆瓦,超过电

力总装机容量的 50%。① 土耳其政府在 2021 年和 2023 年对该机制进行调整,实

施以土耳其里拉计价的电价,规定与美元挂钩的最低和最高价格,使其更好地应

对美元和欧元汇率的波动;同时将海上风能项目与陆上风能项目分开管理,并将

支持范围扩展至波浪能和海流能,以及地热能和抽水蓄能水力发电项目中。②

第四个要素是国际合作。 土耳其绿色金融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经由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开发银行进行引导的,这些

合作关系为绿色投资提供长期、低息融资和技术援助,是土耳其绿色金融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土耳其提供的绿色经济融资机制( Green
 

Economy
 

Financing
 

Facility),旨在帮助其向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 2022 年

以来,该机制支持下的三阶段项目均在进行中,涉及技术咨询、融资基金、能力建

设和监督支持等。③ 2025 年 11 月,土耳其与世界银行达成初步协议,启动一项价

值高达 60 亿美元的融资方案,用于扩建土耳其的电力传输基础设施,支持其到

2035 年实现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 12 万兆瓦的目标,并新建两座核电站。④

土耳其正在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以《土耳其绿色分类法草案》为基础,通过

《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绿色租赁凭证、可持续发展租赁凭证指南》规范市

场融资工具发行,借助政府宏观调控和激励扩大市场参与,同时依托国际合作对

接全球资本,共同构成了从标准制定到市场实施的协同体系(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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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耳其绿色金融体系要素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在微观维度,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战略立法与绿色金融体系设计等系统性

的国内制度建设进程,体现了土耳其尝试通过国内气候治理的实质性转型,支撑

其在宏观层面塑造的“负责任的全球气候治理参与者”形象。 同时,将国际承诺

和国际压力转化为国内治理议程,既为土耳其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提供了制度

框架,也揭示了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战略意图,即在低碳转型时代,通过内外

联动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国际信誉。

二、 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

土耳其参与气候治理的直接因素之一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以及对自然环境、国民经济、社会治理和国际形象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 气候议

题还是土耳其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多边平台、主导区域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途径。
(一) 气候变化与气候脆弱的客观因素

气候变化使得土耳其面临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灾害,如黑海地区的洪水和

山体滑坡、地中海地区的野火,以及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干旱。①

《2024 年世界风险报告》以 100 余项指标衡量了全球国家的风险指数,土耳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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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警排全球第 35 位,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较为显著的高风险国家之一。①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导致土耳其的水量和水质下降、供水成本增加、农业生态系统

和牧场受损、植物疾病增加、病虫害风险提升,且引发了企业及银行的信贷风险、

社会失业率陡增、环境移民增加等一连串负面问题,严重危及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② 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平均气温自 2000 年以来上升了 1.9 摄氏度,降雨量自

2015 年以来减少了 15%,与之相伴随的是春季冰雹和夏季热浪的发生频次和严

重程度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这些气候问题给土耳其带来的农业损失一年可达 74

亿英镑。③ 气候脆弱性给土耳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也给国家

带来经济损失,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参与气候治理有助于提升土耳

其的气候适应能力。

(二) 推动入盟谈判的现实需求

环境与气候治理是土耳其与欧盟之间为数不多的、可以持续谈判的议题。

库尔德问题、军事政变问题、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问题、难民协议问题等,一度导

致土耳其在政治改革、经济合作等议题上的入盟谈判陷入停滞,且欧盟正处于

“扩员疲劳”(Enlargement
 

Fatigue)的负面影响之中,但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气候

谈判和气候合作仍得以延续。④ 欧盟希望借助气候议题延续自身的“规范性权

力”,要求土耳其在气候和环境上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 2021 年 7 月,欧盟发布

更严格的气候计划———“Fit
 

for
 

55”减排一揽子方案,即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净

排放量与 1990 年水平相比至少减少 55%。⑤ 这些气候方案提高碳排放成本、减

少免费碳排放配额,对进口到欧盟的高碳产品征收关税,但土耳其将气候议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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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欧盟关系的“润滑剂”,欧盟宣布减排一揽子方案后,土耳其随即出台《绿色

协议行动计划》,与《欧洲绿色协议》保持一致。 土耳其的《绿色协议行动计划》
包括一套从废弃物管理到能源效率和认证方案的详细措施,旨在尽可能减少土

耳其与欧盟贸易的额外成本。① 自 2004 年加入《框架公约》以来,土耳其在气候

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各项制度和承诺均对标欧盟设置的准入条件,并与欧盟的气

候立法和气候行动相协调。
(三) 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诉求

受地中海气候影响,土耳其被列为最易受干旱和荒漠化影响的国家之一,约
88%的国土面临荒漠化风险,到 2030 年,土耳其可能正式进入“缺水”状态,半数

人口及 80%的灌溉农业都可能面临水资源短缺风险。② 2021 年的民调就曾显

示,约 75%的土耳其民众认为本国面临严重的气候威胁,③特别是来自缺水地区

的农民。 由于持续的干旱,土耳其的谷物和田间作物在 2023~2024 年间下降

5%,预计在 2025~2026 年间小麦减产 6%~7%。④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承诺

投资 52 亿里拉(约合 6.45 亿美元)用于水利建设,包括新建大坝、污水处理厂和

改进灌溉,⑤从而达到节水目的。 土耳其需要借助气候治理获取资金和技术支

持,推动国内农业改革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修建对抗旱灾所必要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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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传统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的占比约 30%,①其中纺织、钢

铁、水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面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给土耳其出口商带来的经

济损失。 土耳其 75%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能源支出占土耳其贸易逆差的 60%

以上,②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给土耳其能源安全带来隐患,也对土耳其的贸易

平衡造成负面影响。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能够获取国际资金支持,推动产业

绿色改造,避免削弱土耳其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能够降低土耳其可再

生能源转型成本,减少对能源进口的依赖。

(四) 巩固国内政权和提升地区领导力的政治诉求

生活在大城市地区的土耳其人,特别是青年群体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
 

85%

的土耳其青年愿意在气候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③ 2013 年,伊斯坦布尔市政拆除

盖齐公园的提议曾引发“绿树革命”(Ağaçlar
 

devrim),是正发党执政以来第一次

面临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以青年为主。 换言之,土耳其政府在环境领域的决

策可能成为民众表达反对意见和与执政党产生潜在冲突的平台。 土耳其主要反

对党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
 

CHP)在 2023 年的政策备忘录中表示

致力于将土耳其的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更名为“气候、环境和林业部”,并

增加青年就业。④ 正发党政府则于 2025 年 6 月启动一项投资额达 4 亿美元的新

林业项目,由土耳其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发。⑤ 在 2023 年总统选举和 2024 年地方

选举期间,土耳其民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和各政党对气候议题的回应成为民众

投票的重要考量之一,特别是对能源价格的回应构成了执政党竞选纲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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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土耳其还试图借气候治理重塑地缘政治角色。 俄乌冲突后,欧盟开始考虑

逐步淘汰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①同时加大与以

色列和希腊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和天然气管道建设方面的合作。② 在此背景下,

土耳其尝试通过气候议题破解在东地中海能源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同时向

欧盟施压,迫使后者承认土耳其的能源枢纽地位。 若不深度融入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土耳其或将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能源安全危机、地缘影响力萎缩三重

风险。

三、 土耳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前景与困境

尽管土耳其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初步搭建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政

策与实践框架,但其实际效能受到多重结构性困境的制约。 这些矛盾并非孤立

存在,而是在三个维度之间相互传导、彼此强化,共同塑造了土耳其参与全球气

候治理的复杂前景。

(一) 微观维度: 国内转型困局和宏观经济波动

土耳其在微观维度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对化石燃料及其进口的高度依赖限

制了国内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二是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进一步削弱了土耳其的

气候治理能力。

首先,对传统化石燃料及其进口的高度依赖阻碍土耳其向可再生能源的实

质性转变。 2024 年前 9 个月,土耳其的燃煤发电量就比欧洲燃煤发电量占比最

大的德国和波兰分别高出 28%和 36%;土耳其燃煤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创

下新高,达到 8􀆯840 万吨,位居欧洲第一。③ 在电力来源结构方面,土耳其的目标

是到 2035 年,化石燃料发电量降至 20%以下,风能与太阳能发电量达到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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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截至 2024 年,土耳其化石燃料发电量仍在 55%左右,其中 35.6%来自煤炭、
18.5%来自天然气;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约占 18%,其中风能 7.5%、太阳能

10.7%,另有 22%的水电。① 土耳其当前电力结构高度依赖化石燃料,而化石燃料

高度依赖进口。 2024 年,仅进口煤炭便占土耳其燃煤发电量的 61%;②同年,土
耳其的天然气几乎全部来自进口,其中 25%用于发电。③ 随着交通运输从石油转

向电力,土耳其的能源需求将持续向电力部门集中,如果没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装机容量的大幅快速增长,天然气将仍是电力部门重要的发电来源。
其次,国家实力与气候承诺之间差距明显。 土耳其要实现“国家自主贡献”、

2053 年净零目标、气候相关行动计划和路线图等,需要大量的气候融资和技术投

入。 一是土耳其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 土耳其计划到 2035 年,为可再生能源投

资约 730 亿~1􀆯000 亿美元;实现 2053 年净零目标,仅水泥、钢铁、铝和化肥的低

碳路线图就需要近 720 亿美元的投资。 世界银行《土耳其气候变化发展报告》估

计,为在 2053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土耳其需要在 2030 年前额外投资 680 亿美元,
并在 2022 年至 2040 年间总共投资 1􀆯650 亿美元。④ 二是土耳其技术自主性不

足。 中国光伏铝边框占土耳其进口份额超 60%、⑤风电轴承依赖德国技术、核电

站的建设依赖俄罗斯和加拿大。 三是土耳其的能源枢纽地位,既取决于作为市

场端的欧洲,又取决于作为原产地的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国家。 气候行动追踪组

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 对土耳其气候目标和政策的评价为 “ 严重不足”
(critically

 

insufficient),⑥意味着土耳其当前的气候行动和成效与《巴黎气候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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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标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土耳其的绿色金融体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尽管陆续推出了《土耳其绿色分类

法草案》和《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绿色租赁凭证、可持续发展租赁凭证指

南》,但市场覆盖面、数据透明度和国际标准的互认程度等都有待检验,尚未形成

规模化的绿色资本,难以应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挑战。 2018 年以来,土耳其国内

经济危机持续发酵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决定了气候议题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

级难以得到保障。 经济危机后的高通胀率、本币贬值和高额外债严重限制了政

府财政能力,国家财政的首要目标被迫转向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而非长期的气候

投资。 一方面,本币贬值直接推高了以美元计价的能源进口成本与低碳技术设

备的进口价格,对于高度依赖化石燃料进口的土耳其而言,加剧了能源安全危

机。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期间,民众依然关心气候议题,但其紧迫性远不及就业、

收入等民生问题,为刺激短期经济增长,政府甚至可能出台与气候目标相悖的

措施。①

(二) 中观维度: 市场机制的非对称依赖和地缘竞争的加剧

作为具有地缘优势的地区主导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土耳其希望在中观维度

发挥引领作用,但在与欧盟气候机制接轨中难以突破被动地位;中东地区复杂且

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抱负陷入困境。
首先,土耳其在与欧盟气候机制对接中的被动性集中表现为对欧盟的非对

称依赖。 欧盟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市场准入标准单方面设定规则,土耳其作

为其关键贸易伙伴,不得不被动调整国内制度以维持对欧盟的市场准入。 虽然

碳边境调节机制证书应由欧盟的进口商负责购买,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市场惯

例表明,碳合规成本往往会通过背靠背合同转嫁给生产方,②为使纺织、服装、化
肥、钢铁、铝、水泥等碳密集型出口企业规避碳边境调节机制成本,土耳其只能加

快建立国内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和“监测—报告—核查系统”,并使其与欧盟标准

接轨或获得欧盟认可,从而土耳其出口商在国内已支付的碳价部分才可被免除,
以此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但欧盟一系列气候法规构筑的“绿色壁垒”,不仅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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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的碳市场建设高度依赖欧盟技术和资金,而且使土耳其产业升级发展被迫

跟随欧盟节凑。 土耳其作为欧洲汽车制造的重要基地,必须根据欧盟 2035 年禁

售燃油车的计划来调整生产线,但土耳其本土电动汽车产业链尚不成熟,尤其是

电池制造依赖中国企业,①转型成本高,本土供应链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其次,中东国家在气候治理领域呈现战略竞争态势,阻碍了区域气候合作的

深化。 气候治理议题攸关产业发展、民生福祉和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气候问题

的政治和战略属性不断增强,国家间的“零碳竞赛”也日趋激烈。 埃及、阿联酋和

沙特等中东地区的“石油食利型”国家纷纷出台各自气候战略,塑造全球气候治

理的积极参与者角色,在气候治理议题上争夺地区主导权。 2023 年,在第 28 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期间,作为东道国的阿联酋宣布向气候投资工具

“阿尔泰拉”(ALTÉRRA)提供 300 亿美元催化资金,引导私人市场开展气候投

资,重点投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型领域。② 沙特也希望借助气候外交引

入有利于国内绿色产业发展转型的外来资金和技术,通过气候外交促成新能源

产业原材料合作,保障关键矿产的足量供应。③ 与阿联酋、沙特等拥有石油资本

可投资绿色转型的地区竞争者相比,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危机限制了其大规模提

供对外气候援助的能力。
此外,土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围绕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权的

争端不断升级,甚至引发军事对峙。 这种地缘政治对抗不仅直接阻碍了双方合

作开发海上风电的尝试,而且限制了区域性可再生能源电网的互联。 土耳其对

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军事介入也加剧了环地中海区域权力的碎片化,区域合作面

临障碍。 土耳其介入利比亚冲突的缘由之一是为争夺地中海资源控制权,与希

腊和塞浦路斯的争端因能源主权而起,介入叙利亚内战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

虑,这些议程事关土耳其核心利益,在土耳其地缘政治战略中的地位远胜于气候

议程,压缩了土耳其在中观维度的气候外交空间。
(三) 宏观维度: 不确定的身份和有限的议程设置能力

土耳其在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塑造中的困境源于其身份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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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杨贺天:《沙特阿拉伯气候外交战略探析》,载《区域国别学刊》 2025 年第 2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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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土耳其并没有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同等的责任;作为

中等强国,土耳其又做出与国家实力不完全相称的气候承诺和行动,导致其在责

任承担方面陷入两难。
首先,土耳其在《框架公约》中的身份仍未确定。 《框架公约》于 1992 年通

过,1994 年正式生效。 其中,附件一的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EITs),应率先减排;附件二的缔约方为附件一的子集,
由富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国家组成,但不包括经济转型国家,它们必须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①其他国家为非附件一缔

约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性义务,且能够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和

技术援助。 由于土耳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因此在 1992 年《框架公

约》启动之初就被同时列入了附件一和附件二,这意味着土耳其须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相关援助。 当时的土耳其是附件一缔约方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小的国家,
人均约 3.88 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他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14.37 吨二氧化碳

当量。② 土耳其据此认为自己无需对温室气体排放承担历史责任,不应该成为附

件二的援助国;同时,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指标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
而非附件一中的发达国家。 所以,土耳其利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

力” (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CBDR-RC)原则③多次要求修改其在《框架公约》中的缔约方身份,并拒绝承认

《框架公约》的合法性。 直到 2001 年第 7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7)一致通

过决议,保留其附件一地位的同时将其从附件二中移除,并承认土耳其是附件一

中具有“特殊情况” ( special
 

circumstances)的缔约方,即承认土耳其的发展中国

家身份,不仅没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义务,而且有资格获得通常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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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指一些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需要承

担更多责任。 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高于其他国家。 因此,各缔约方

的责任应该因其发展水平和历史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责任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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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① 2004 年,土耳其批准《框架公约》,据

此,土耳其在 2009 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2016 年签署(2021 年正式批准)的

《巴黎气候协定》中的身份都是发展中国家。 然而,附件一缔约方的身份仍限制

着土耳其对绿色气候基金( Green
 

Climate
 

Fund) 等资金援助的获取,土耳其于

2021 年向《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照会,建议将其从附件一中完全删除,以获取正

式的“非附件一缔约方”身份。②

其次,身份模糊性使土耳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议程设置和推动能力有限。

一方面,土耳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发达国家视土耳其

为有能力承担气候责任的新兴经济体,要求其提高减排目标和承诺。 另一方面,

土耳其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内人均收入远不及发达国家,且严重依赖化石能

源进口,在气候谈判中强调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特殊情况”,要求获得其他发

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因此质疑土耳其攫取了本应流向最不发

达国家的稀缺资金。 这种双重属性使其难以找到舒适的身份定位,若提高减排

承诺,可能会危及土耳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若维持低减排承诺则会在宏观维

度的全球气候治理中面临道义指责,损害土耳其精心塑造的“负责任的全球气候

治理参与者”形象。 《框架公约》中身份的模糊性直接导致土耳其在任何一个阵

营中都难以成为核心领导者,使其在谈判中常常陷入孤立和尴尬的境地,削弱了

其通过集体力量或集团政治影响议程的能力。 2022 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土耳其

提出的《全球零废弃善意宣言》仅有 62 个国家的 1 万多人签名,其中很多为第一

夫人、部长和商界人士。③

国家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规范的引入会对政府的利益偏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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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效应,进而引发国内政治制度、议程设置及政策产出的变化。① 土耳其渴望

通过全球气候治理提升国际地位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但其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脆

弱和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严重制约了土耳其兑现国际承诺的能力。 这不仅

是土耳其,也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面临的共同挑战。

四、 结语

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及其国际影响力,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综合

实力。 面对国内选举政治压力和西方盟友在气候行动上日益提升的标准,土耳

其仍将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置于气候目标之上,这一优先次序充分体现了其基

于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

土耳其国内正在形成较为完善的气候治理机制,包括机构设置、政策法规和

绿色金融体系等配套措施,也做出了到 2053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承诺和规划。

然而,受地缘政治形势和选举政治传统影响,土耳其政府更倾向于将经济和战略

目标置于环境问题之上。 一方面,能源安全是土耳其对外关系的重要考量。 在

俄乌冲突后的欧洲能源危机中,土耳其有意发挥枢纽作用,但欧盟于 2025 年发布

《欧盟能源转型路线图》 ( REPowerEU
 

Roadmap),将禁止俄罗斯天然气进入欧

盟,并要求土耳其对入境欧盟的天然气提供生产国信息。 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

是俄罗斯能源输往欧洲的重要通道,且 42%的天然气进口依赖于俄罗斯,能源枢

纽也是土耳其的重要国家发展战略。 因此,土耳其拒绝遵守欧盟的监管规定和

透明度要求,并表示土耳其只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措施,不会加入欧盟

对俄罗斯的单边制裁。② 另一方面,维系政权是执政党政策的重要考量。 国家气

候承诺属于中长期目标,兑现时效长,短期内承诺不易显现,而埃尔多安领导下

的正发党政府热衷于能够在短期内看到结果的政绩项目以服务选举,如运河、大

坝、核电站、国际机场以及采矿和工业设施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不仅能够

带来经济收益,更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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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行动始终受制于西方盟友。 首先,土耳

其对欧盟的全方位深度依赖使其缺乏对等的反制手段。 土耳其出口依赖欧盟市

场、碳核算标准由欧盟主导、绿色技术和绿色转型资本均取决于欧洲,非对称依

赖致使土耳其对等反制措施有限。 由于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2019 年,欧盟要求土耳其停止在东地中海特别是塞浦路斯以西海域的钻探活动,
但未得到土耳其的积极回应。 欧盟随即削减对土入盟前贷款援助并暂停双方高

级别能源谈判,此举既质疑了土耳其作为能源枢纽及欧盟天然气供应多样化伙

伴的角色,也反映出对埃尔多安威权行为可能削弱土耳其国内环境和气候治理

制衡机制的担忧。① 持续的谈判意味着持续的控制权,欧盟将气候合作与入盟谈

判等政治议题挂钩,致使气候政策成为欧盟对土耳其施加地缘影响力的杠杆。
其次,作为土耳其的重要盟友,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大而美法案》 (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行动,削弱了发达国家对清洁技术的

支持与资金供给,压低了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议价能力,加剧了气候治理碎片

化,给正处于治理初级阶段的土耳其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种被动性不仅制约土

耳其的气候治理效能,更折射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规则权力”高度集中于发达

国家集团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公平。
土耳其作为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能源密集型产业,且面临贸

易平衡与能源安全双重挑战。 因此,土耳其气候政策优先服务国家发展议程,这
种务实的气候路径,反映出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作为“中间国家”的两难处

境:既缺乏发达国家的资源,又无法完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气候行动进程

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体现,而发展中国家气候进程的推进节凑才

是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包容性的深层考验。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451·

①

 

Clément
 

Girardot,
 

“ Turkey􀆳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
 

Ignores
 

Planetary
 

Boundaries,”
 

Mongabay,
 

July
 

21,
 

2022,
 

https: / / news. mongabay. com / 2022 / 07 / turkeys-authoritarian-development-
ignores-planetary-boundaries / ,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5 日。


